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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種曲》臺本或墨本屬性考辨 

──以《荊釵記》、《香囊記》為例 

洪逸柔* 

（收稿日期：104年 3月 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4年 7月 8日） 

提要 

明代毛晉匯編的傳奇選集《六十種曲》，歷來多視之為場上演出之臺本。筆者重新檢

視其觀點，探討諸家說法是否成立，並試著從《六十種曲》的編選理念與劇本體製出發，

以釐清此套傳奇總集的屬性問題。 

從汲古閣的出版傾向與《六十種曲》的選劇、弁語來看，毛晉編刻《六十種曲》最初

是為教化人心，彰顯儒家綱常，其後續出《繡刻演劇》亦是從文學價值上著眼，但也兼及

場上流行劇目；而毛晉交遊對象也多是文人、學者而非戲班、演員，可知其刊刻劇作的主

要來源當以文人墨本為主。 

從汲古閣本《荊釵記》、《香囊記》與文人評本、崑劇臺本的比對則可看出，汲古閣

本在體製齣目、情節關目與曲白科介等方面都較接近文學本，但部分齣目或曲牌結構亦能

為戲場接受。由此觀之，《六十種曲》或許更貼近寄託了文人編選意識的墨本，首要考量

劇作的閱讀與文學價值，但亦兼及其場上演出的可行性。 

 

關鍵詞：六十種曲、毛晉、汲古閣、臺本、墨本、香囊記、荊釵記、折子戲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兼任講師、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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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明萬曆至清康熙年間，崑劇演出逐漸發展為全本演劇、摘錦演出和套曲清唱並行的局

面，戲曲選本也在大量文人與書坊的編選、刊刻之下，無論質、量都較前一時期更加成

熟。1除了只錄曲文的清唱本以外，這些戲曲選本通常具有案頭閱讀與觀摩表演的雙重功

能，然其所採用之底本可分為二類：或選刻文人原著、評本或改本，如陳繼儒評點、選輯

的《六合同春》，著重其文學價值，可稱之為「墨本」；或刊印伶人刪改的舞臺演出本，如

《樂府紅珊》、《歌林拾翠》等，著重其表演效果，稱之為「臺本」。分辨刊本之屬性，有

助於後人了解明末清初戲曲文本與舞臺所呈現的審美差距，亦可從中觀察當時戲曲演出之

樣貌。 

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所輯《六十種曲》，收錄了雜劇、南戲與傳奇共六十部全本劇作，

為現存最豐富而重要之明代匯刻傳奇總集。陸萼庭指出： 

 

本時期（指明天啟初元到清康熙末葉的明末清初時期）劇目累積的成果，當推毛晉

刻的《汲古閣六十種曲》，它所選的古今六十種戲曲大都是當時比較盛演的劇本，

故其書扉頁標榜「繡刻演劇若干本」，表示並非案頭之書。2
 

 

以《六十種曲》所收劇作皆盛演於舞台，而視其為明末清初「盛演劇目」的總集，並無太

大爭議。然其後學者緣此「並非案頭之書」的說法，推論《六十種曲》收錄劇作乃是場上

演出的伶人改本，則稍嫌武斷。如徐扶明認為毛晉編此書「是為了供舞台演出」3；俞為

民從「繡刻演劇」的標題論定該選集「選入的劇本大多為舞台演出本」4；馬衍認為毛晉

選劇「注重劇本的舞台演出效果」、「所收諸劇皆非案頭之作」5；周彥文、金夢華亦皆

                                                        
1  趙山林：《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頁 310-311。 
2  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臺北：國家出版社，2002年），頁 140。 
3  徐扶明：「《六十種曲》所選的戲曲作品，大都是在舞臺演出本。」、「毛晉編《六十種曲》，不僅為了

文人學士案頭閱讀，更重要的是為了供舞台演出。」，見《崑劇史論新探》（臺北：國家出版社，2010

年），頁 18、19。 
4  俞為民：「（六十種曲）注重舞台性，其中選入的劇本大多為舞台演出本，這從每一套的《繡刻演劇

十種》這一標題中就可知。」見〈傳奇精華的匯集——《六十種曲》〉，《古典文學知識》第 3 期

（1995年），頁 106。 
5  馬衍：「《六十種曲》所選作品幾乎皆為明代盛演不衰的劇作。毛晉選錄作品，既著眼於作品的思

想性、藝術性，又注重劇本的舞台演出效果。他將其選本題為《繡刻演劇》，正是說明其所收諸劇

皆非案頭之作。」，〈略論《六十種曲》〉，《徐州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期（1998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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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六十種曲》「所據皆當代梨園腳本」6、「以爨弄本為編纂上之對象」7，以上說法

皆將《六十種曲》視為提供伶人演出所用，或反映場上演出實況的「臺本」。試看《中國

崑劇大辭典》對【臺本（演出本）】的解釋： 

 

原指崑班藝人俗創或整理的適合登台演唱的劇作，今指經過導演處理和演員演出實

踐後定下來的劇本，與劇作者的原作並不完全一致。但是，與原作相比，「舞台演

出本」不僅能保留原作的精華，而且體現了導演、演員以及其他演職人員二度創作

的藝術成果。8
 

 

若由明代戲曲的角度觀之，「崑班藝人俗創或整理的適合登台演唱的劇作」當指民間戲班

將文人創作的傳奇文學本加以刪改、演出的腳本。若《六十種曲》收錄的底本俱為舞臺演

出的伶人改本，則其劇作的內容、體製當可展現出為求表演效果二度創作的痕跡。但看上

述諸家推論其為「臺本」的依據如下： 

（一） 毛晉初刊此書，以《繡刻演劇》作為集名。故論者多以其初名「演劇」，論斷《六

十種曲》為供演出的爨弄本。9
 

（二） 《六十種曲》屏除教化性過強而缺乏戲劇性的劇本如《五倫全備記》，對於當時廣

受歡迎的才子佳人劇目則多所收錄，由《祁敏忠公日記》、《快雪堂日記》、《萬

曆野獲編》等皆可看出所收劇目在明代的盛演情形，故知其選劇乃以場上盛演為標

準。10
 

                                                        
6  周彥文：「此編乃毛氏輯明代盛行之南傳奇六十種而成，每種二卷，共一百二十卷。每種卷首皆不

題撰者名氏，蓋所據皆當代梨園腳本。」見《毛晉汲古閣刻書考》（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6

年），頁 121。 
7  金夢華：「…至論（六十種曲）取材路線，當系以爨弄本為編纂上之對象。」，見《汲古閣六十種曲

敘錄》（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頁 3。 
8  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47。 
9  持此說者如徐扶明：「這部戲曲作品選集，每一套，初名《繡刻演劇十本》，……可知毛晉編《六

十種曲》，著眼在『演劇』。」又引〈演劇首套弁語〉：「適按《琵琶》、《荊釵》善本，暨《八

義》、《三元》名部，卓然絕調。」認為「名部」即著名戲班，可知收劇用以演出。同註 3，頁 18；

俞為民：「（《六十種曲》）選入的劇本大多為舞臺演出本，這從每一套的《繡刻演劇十種》這一

標題中就可知。」，同註 4，頁 106；馬衍：「他（毛晉）將其選本題為《繡刻演劇》，正是說明其

所收諸劇皆非案頭之作。」，同註 5，頁 48；金夢華：「封題作某某記演劇定本，不曰傳奇，而曰演

劇，此循爨弄俗本之證一也。」，同註 7，頁 3。 
10   持此說者如李復波：「像丘濬《五倫全備記》便是典型的封建說教劇，這類『酸腐』的案頭戲，編者

屏之不選。《六十種曲》大都是當時廣泛傳唱的場上之作。」見〈古代篇幅最大流傳最廣的戲曲選集〉，

《文史知識》第 4 期（1987 年），頁 66；徐扶明引〈題演劇四套〉：「好事輩日演《繡襦》諸劇」，

以其盛演而收入第四套；又引《祁敏忠公日記》所見戲劇演出，有三十種左右見於《六十種曲》，同

註 3，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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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十種曲》選劇不侷限名家名作，如沈璟十七本劇作中僅收舞臺上較流行的《俠

義記》，而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則全部收錄，並選入湯顯祖早年未完成的劇作

《紫簫記》。另《牡丹亭》和《南西廂》的諸多改本中，毛晉則選了徐日曦與李日

華的改本，此皆以梨園搬演盛行為考量。11
 

（四） 所收《北西廂》為全書唯一北劇，但將五本二十一折改折為齣，按傳奇形式編訂，

角色名稱亦依水磨班中色目改訂，應為當時盛行的舞台演出本。12
 

（五） 《曲律易知》中舉《六十種曲》的十七部著作謂為「曲律最善者」，《六十種曲》

注重曲律即因從場上演出著眼。13
 

上述五點分別從書名、選劇內容與文人批評等方面，對《六十種曲》的選劇動機作出

解釋，但劇名之說過於武斷；選劇內容只能說明這些劇目曾經盛演，文人批評也只指出部

分劇作適於演出的特性，都不能證明此套選集所收的劇本即為舞臺上演出的樣貌。對此，

蔣星煜舉出三點理由反駁歷來將《六十種曲》視為演出本的看法：其一，毛晉是一位學者、

藏書家，而不是演員或班社的主人；其二，較之《綴白裘》中收錄的折子戲演出本，在說

白與插科打諢方面都有大量的修改，《六十種曲》中的劇作則看不出被搬上舞台的痕跡；

其三，有人舉出祁彪佳《日記》中提及《六十種曲》所錄劇目的演出紀錄，以此證明《六

十種曲》所收為盛演劇目。但「無論某一劇目演出多少次數，都與《六十種曲》所收是否

演出本無關。是否演出本，還是要根據劇本的形式內容有無搬演的跡象可尋」14。蔣星煜

以乾隆時的折子戲演出本為標準，來論斷《六十種曲》沒有被搬演的痕跡，自是不夠客觀，

但也點出了前人視之為臺本之說同樣缺乏可靠的證據。 

《六十種曲》是否能代表明末清初崑劇的場上面貌？或其中亦有以閱讀為主要訴求的

墨本？本文即以此一問題意識為出發點，重新檢視將《六十種曲》視為臺本的諸說，並由

毛晉汲古閣的出版事業與編纂動機，以及《六十種曲》劇本之體製內容兩方面著手，冀能

提出更具說服力的線索與證據，重新商榷前賢所提出的臺本之說。 

                                                        
11  持此說者如俞為民以沈璟作品為例，認為毛晉在《屬玉堂十七種》中僅收錄《義俠記》，乃因其「舞

臺效果最好」，同註 4，頁 106；金夢華亦認為毛晉在眾多《牡丹亭》改本中，獨收徐日曦碩園改本，

乃「當時梨園通奉碩園改本為扮演依據」之故，同註 7，頁 3；徐扶明亦言《六十種曲》的《南西廂》

採李日華改本而捨陸采改本，因「這部（李日華）《南西廂》流行在當時舞臺上，而陸采的《南西

廂》不見演出。」，同註 3，頁 18。 
12  此說見金夢華：《汲古閣六十種曲敘錄》，同註 7，頁 3。 
13  此說見徐扶明：《崑劇史論新探》，同註 3，頁 19。 
14  蔣星煜：〈六十種曲評注．序——六十種曲的編刻與流傳〉，收於黃竹三、馮俊杰主編：《六十種曲評

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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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汲古閣出版取向與毛晉編纂《六十種曲》動機 

本節首先論及明代刻書業的大環境，以掌握汲古閣在明代出版事業中的獨特價值與走

向；其次由毛晉看待刻書事業的態度、編輯《六十種曲》的背景以及選劇標準，探討其出

版理念，進而釐清《六十種曲》採用臺本或墨本作為底本的可能性。 

（一）明代刻書環境 

明代前期藏書業與刻書業蓬勃發展，文人多有「藏書以資博洽，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

事」15的觀念，私刻事業盛況亦冠於前代。私刻又可分兩種，「家刻」通常是藏書家刊刻

先人或自己的著作，以及自家喜好的藏書。出刊後多贈送親友或增益所藏，並不追求營額，

故家刻之書籍注重版本，又能精心校勘，質量往往超越官刻或坊刻；「坊刻」則通常為營

利性質，集中在金陵、蘇州、福建、杭州、徽州、湖州、北京等地，其中以福建和蘇州最

為突出；福建的建陽地區是數百家書林匯聚之地，蘇州則以常熟縣的汲古閣最具代表性。

繆咏禾在《明代出版史稿》中比較兩地的出版事業： 

 

建陽地區和汲古閣的刻書，代表着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特點十分鮮明。前者偏重

在商業營利的目的，後者偏重在文化品味。16
 

 

商業或文化的考量，即明代刻書事業的兩大趨向，通常也是家刻與坊刻的分野。但汲古閣

卻兼具兩者的特質。毛晉身為明代最大的藏書家，汲古閣所藏書目多達八萬四千冊17，其

中多有宋元善本；所刻書目亦有五百八十七種18，流布極廣，卻與建陽等地書林的商業目

的不同，出版意圖介於家刻與坊刻之間：既刻書販售以求典籍流播，如錢謙益在〈隱湖毛

君墓誌銘〉所云：「故於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窮其源流，審其津涉。……毛氏

                                                        
15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十四‧論藏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 52。 
16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0。 
17  明‧滎陽道人：〈汲古閣主人小傳〉，收於明‧毛晉：《汲古閣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3。 
18  鄭德懋輯：《汲古閣校刻書目》，據小石山房叢書本影印，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五冊（臺北：新

文豐出版社，1989年），頁 42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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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書走天下，而失其標準者或鮮矣」19又追求版本精善，肩負文化傳承的使命，如《隱湖

題跋‧敘》中云：「子晉自甲子以來，校刻經史子集，即堂送於明人詩詞凡二百餘種，每

刻必求宋元善本，而折衷焉。或爭勝於前哲，或兼俟之後人」20因此汲古閣所刻之書既多

且精，堪為明代出版史中輝煌的一頁。 

（二）汲古閣出版動向 

由明代文人的藏書風氣，與汲古閣對於出版品質的追求，可看出毛晉亦將藏書與刻書

視為平生志業。崇禎十五年二度鄉試落榜後，更一心投入出版事業，此生未再赴試。毛晉

師從名儒錢謙益，其父亦以孝悌聞名，故其儒學的底蘊常反映在汲古閣的經營理念之中。

如其收藏圖書偏好古本、善本，不惜以重金蒐購： 

 

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佰。有以舊抄本至者，每葉出四十。

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21
 

 

蒐求最接近典籍原貌的版本，但亦不偏廢時下善本，奠定日後汲古閣在刊刻書籍時，往往

能校勘精審，力求經典內容能以最忠於原著的面貌流傳。 

又如其刊刻圖書的種類，囊括了《十三經》、《十七史》、《六十家詞》、《漢魏六

朝百三名家集》、《文選李注》、《津逮祕書》、《樂府詩集》、《詞苑精華》、《唐人

選唐詩八種》22等經、史、集部成套的宏篇鉅制，可見其振興傳統文化的使命感。在〈重

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一文中，毛晉自述刊刻《十三經》、《十七史》的緣由，乃因夢中

徵兆。毛晉以此兆示母，母訓之曰： 

 

夢神不過教子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為醇

儒。23
 

 

 

                                                        
19  清‧錢謙益：〈隱湖毛君墓誌銘〉，《汲古閣書跋》，同註 17，頁 1。 
20  明‧毛晉：《隱湖題跋》，收於《叢書集成續編》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頁 635。 
21  明‧滎陽道人：〈汲古閣主人小傳〉，同註 17，頁 3。 
22  同註 18，頁 426-441。 
23  明‧毛晉：〈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汲古閣書跋》，同註 17，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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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晉自此每歲訂正經史各一部，歷時數十年，不知晝夜寒暑，惟恐負母「讀盡經史」之訓，

而謹以「醇儒」自許。至於成書之後，自我的窮通、外人的毀譽，反而不是毛晉最關切的

了。雖然得夢刻書的說法有些無稽，卻可由此看出毛晉浸淫儒家文化之深。 

由毛晉以儒家思想作為根柢的刻書理念，探究其輯錄《六十種曲》的心思，也就不難

理解毛晉何以要從《琵琶》、《荊釵》、《八義》、《三元》此類能「俾天下後世啟孝納

忠，植節仗義」24的傳奇開始刊刻了。然毛晉並未忠於古本一如刊刻其他典籍，繆咏禾指

出，此乃因明代戲曲作品刊刻時的修改風氣使然，傳奇往往在刻者不同的意圖下，被修改

成不同的面貌。《六十種曲》的修改傾向究竟屬於文人為傳達創作理念而作的「倫理性修

改」，或是藝人為加強表演效果而作的「藝術性修改」25，固然有待於各劇本的詳細比對

印證，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中都寄託了毛晉發揚儒家文化的志願與初衷。 

再從毛晉的交遊來考察，其平生親近者如楊漣、繆仲純、金銘、蕭伯玉26等，與為其

《隱湖題跋》作敘的陳繼儒、胡震亨、王象晉、夏樹芳27等，以及請來協助汲古閣校刊工

作的馮夢龍、馮班、馮武、陸勅先、周榮起等，皆為文人、學者或刻家之流。范鳳書也指

出，晚明有藏家之間相互結社傳抄的風氣28。由毛晉生平看來，他既不諳度曲搬演，又無

與梨園界友好的記載；無論在藏書或刻書方面，所得資源皆來自文人或其他藏家，而非戲

班或者戲曲伶人。由此觀之，毛晉選刻的《六十種曲》，當以能彰顯其編選理念的文人墨

本為主要刊印對象，就算兼及盛演於時的劇目，或舞臺上受歡迎的改本，也不能將《六十

種曲》視為以收錄舞臺演出本為刊印目的的選集。 

（三）《六十種曲》出版背景與收劇標準 

蔣星煜據《繡刻演劇》五套弁語中的紀年方式，推論《六十種曲》的初刊應在崇禎十

七年後不久，也就是明代剛覆亡之時。因時局顛沛，學術叢書的刊刻事業無以為繼，因此

改為編刻一向被視為詞曲小道的傳奇，出一套算一套，原帶有一點試探性質。29也就是說，

                                                        
24  明‧毛晉：《六十種曲》第一套（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 
25  繆咏禾指出，戲曲作品刊刻時所作的修改有兩種方向，一為「倫理性修改」，即修改故事情節和人

物的善惡忠奸，以求符合編者所要傳達的思想；二為「藝術性修改」，使故事發展的針線更細密，

唱腔更適合演出、文詞更優美。見《明代出版史稿》，同註 16，頁 231。 
26  清‧錢謙益：「交知滿天下，平生最受知者，故令應山楊忠烈公、所莊事者，繆布衣仲純、冢宰金銘、

蕭太常伯玉也。」，見〈隱湖毛君墓誌銘〉，同註 19，頁 2。 
27  見明‧毛晉：《隱湖題跋》，同註 20，頁 635。 
28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167。 
29  同註 14，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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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晉並無意識將六十部劇作分門別類的依序出版，因此第一套《繡刻演劇》的出版目的，

即可看出編者對此套叢書的期待。其後所出，縱有不同的主題內容，在性質上也不會脫離

編者最初的設定。 

毛晉輯錄第一套《繡刻演劇》的目的，與其經營汲古閣的理念相呼應，由弁語可看出

其維繫儒家綱常之用心： 

 

純忠孝、貞節益黯然不現本來面目，夫何以追維過去，又何以接引未來？俾天下後

世啟孝納忠，植節仗義，亦難為力矣。適按《琵琶》、《荊釵》善本，暨《八義》、

《三元》名部，卓然絕調。……祇見中州白雪，傾壓繁華盛地；陽春應徧下里矣。30
 

 

因時局動盪，世道衰微，毛晉冀求藉由戲曲的教化功能，來振興世道，力拯時弊。而文末

期許能使「白雪」傾盛地，「陽春」遍下里，以「白雪陽春」喻己所刊刻的《繡刻演劇》，

顯見其將傳奇視為「雅文化」的意念。由此可知毛晉出版《六十種曲》的初衷，是盼能使

優美而富教化意義的傳奇文學通行於世，進而感染人心、發揚忠孝節義。 

第二套《繡刻演劇》以降，脫離了裨益教化的道德目的，而以不同的角度選錄劇本。

每套弁語下的署名，即揭示了編者選劇的態度。首套以「閱世」的姿態，歷覽世間忠孝節

義的表現，二套則因「得閑」而繾綣才子佳人的愛情；二套弁語中云： 

 

會日長至，惜年暗銷，偕二三同志，就竹林花榭，攜樽酒，引清謳，復捻合《會真》

以下十劇，挑逗文心，開發筆陣，乃知此類實情種，非書酒也。31
 

 

此段話中交代了《繡刻演劇》第二套的收劇緣由，乃因數友齊聚，於花間林下對酒清歌，

引發了閒情雅致，而捻合古今文人筆下動人的愛情篇章；此一立意分明是文人行徑，編者

也直接點出了收劇目的為「挑逗文心」、「開發筆陣」，說明著眼點乃在文學。 

第三、四套收劇相互對應，在毛晉的計畫中當同時有出版的念頭。第三套彰顯的是「文

心道氣之流」32的才子，所收十劇以下皆標明生角之名；第四套標榜的是「時而美滿，時

而缺陷，時而現青精氣，時而逗黃鸝縹緲之音」33的佳麗，所收十劇以下皆標明旦角之名。

第四套弁語中云：「寄語解意人，須索此十劇合為一派，佐以異錦名香，出入懷袖，不啻

                                                        
30  明‧毛晉：《六十種曲‧演劇首套弁語》，同註 24，頁 2-3。 
31  明‧毛晉：《六十種曲‧演劇二套弁語》，同註 24，頁 2-3。 
32  明‧毛晉：《六十種曲‧演劇三套弁語》，同註 24，頁 1。 
33  明‧毛晉：《六十種曲‧演劇四套弁語》，同註 2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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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中鴻寶。從來煙花小史，名媛錢囊，具可束之高閣矣。」34強調的還是該書作為文學讀

本的功能。第五套弁言署名「思玄」，內容亦多玄怪新奇之故事；第六套《繡刻演劇》未

見弁言，劇作內容亦不一致，大概具有補編性質35。 

由六套《繡刻演劇》的收劇內容與五套弁語觀之，毛晉的編刻頗帶有文人評閱傳奇的

意味。首套與次套的選劇以「義理」、「至情」相對；三套與四套的選劇則以「才子」與

「佳人」相對，弁語中所標榜的皆是劇作的文學價值，自然是以文人墨本為主要刊刻對象。

但從六套總目中，亦可發現毛晉兼顧場上流行劇目的意圖，因此《白兔記》、《殺狗記》

二劇文學成就雖不及同為「四大南戲」的《荊釵記》、《幽閨記》，但因盛演於時，故而

收錄在第六套中。同時毛晉也收錄了作為舞臺演出改本的李日華《南西廂記》與徐日曦《牡

丹亭》改本，前者因明末廣泛流行，幾乎成為《北西廂》在場上的替代品36，因此與原著

《北西廂》同收於第二套中，作為編者心目中「情種」之代表；後者為湯顯祖《牡丹亭》

改本之一，則收於第六套最末，較接近附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趙天為對明代眾多《牡

丹亭》改本作過比較後，指出徐日曦碩園改本對原著雖有刪削與調整，但卻是諸改本中最

能掌握原著精神者。37可見毛晉在收錄場上演出本時，亦以劇作能否傳達原著的文學主旨

為考量。由此看來，毛晉輯錄《六十種曲》的底本雖囊括文人墨本與場上臺本，但編選理

念則有明顯的文人觀點。其中或兼收場上演出的改本，卻不能以此論斷《六十種曲》乃是

場上演出本的總集。 

再論及長期以來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六十種曲》扉頁之「演劇」字樣；據王重民《中

國善本書提要》載，明萬曆間有富春堂刻本《繡刻演劇》一套，王氏云： 

 

按卷內除題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外，尚有金陵文秀堂、文林閣等名，不知文秀、文

林亦為唐氏所有否？是編顯係兩家或數家書林所刻，後其書版殆均歸唐氏，始彙印

為是編。總為六套，每套十本，都六十本。每套前有書衣一葉，題「繡刻演劇第幾

套」。38
 

 

金陵書坊所刻之戲曲刊物，多作為案頭閱讀的文學刊本，以「演劇」名之，只是標示內容

為戲劇形式的傳奇作品。而毛晉摹仿此書形式，另編《繡刻演劇》39，原只是選本名目上

                                                        
34  明‧毛晉：《六十種曲‧演劇四套弁語》，同註 24，頁 3。 
35  見徐扶明：〈毛晉與《六十種曲》〉，《崑劇史論新探》，同註 3，頁 12。 
36  伏涤修：《〈西廂記〉接受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176。 
37  趙天為：《《牡丹亭》改本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 62-65。 
38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集部‧曲類》（臺北：明文書局，1984年），頁 689。  
39  郭英德：「明代崇禎年間，著名藏書家、刻書家毛晉摹仿前書，另編《繡刻演劇》。」見〈中國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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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襲，卻成為後人認定其為舞臺演出本的主要依據。由此觀之，毛晉本人並未對《六十

種曲》的性質作任何確切的說明，而由編者的理念、汲古閣的經營情形，與弁言中所透露

的選劇原則看來，《六十種曲》實更傾向於彰顯劇作文學價值的墨本。 

三、《六十種曲》劇本體製與內容之傾向 

上節由汲古閣的出版理念，以及《六十種曲》之選劇、弁言，重新思考《六十種曲》

作為臺本或墨本的可能性；本節則回歸劇作本身，將《六十種曲》劇作之體製、內容、曲

白等方面與其他文學本、演出本互勘，檢視汲古閣本是否符合前賢所謂「以爨弄本為編纂

對象」、「專供舞台演出」的說法，也探討其間異同所反映出的意義。 

然《六十種曲》收劇龐博，限於篇幅無法逐一比對。且其收劇的時代斷限上溯至宋元

時期，下探至崇禎年間，而以萬曆以後的作品佔大多數40。但時下新作付梓未久，縱然盛

演於場上，臺本與墨本的落差也必不及宋元舊本或明人改本戲文41明顯。因此本節選取宋

元南戲《荊釵記》與明人改本戲文《香囊記》為例，一方面此二劇的文學本與演出本相對

完整；另一方面同時兼及歷演不衰的場上劇與文人創作的案頭劇，比對其劇本體製、情節

關目、曲文賓白與行當科介等方面與其他同時期刊本、選本的異同，判斷毛晉在有選擇的

情況下，選取的底本較近於墨本或臺本，冀能進一步釐清此套選集的選錄傾向。 

《荊釵記》為四大南戲之首，在民間歷演不衰，至明代更經大量翻刻與改編，無論文

學本或演出本皆非原著面貌。今見最早的《荊釵記》全劇刊本為明嘉靖姑蘇葉氏刻本《影

鈔新刻元本王狀元荊釵記》42（以下簡稱「影鈔本」），較未受到明代文人改竄，可作為

該劇最接近原著之代表43。 

《香囊記》為明成化年間生員邵璨所作，原著有「以時文為南曲」44之弊，堪稱明傳

奇文詞派的代表。文學本以收錄於《三刻五種傳奇》45中的《李卓吾先生批評香囊記》46（以

                                                                                                                                                           

戲曲文學文獻整理當議〉，《戲曲研究》第 67輯（2005年 6月），頁 126。 
40  據徐扶明統計，《六十種曲》中年代可考的作品，成於萬曆以前者約有十多種，萬曆以後則有四十種

左右。見《崑劇史論新探》，頁 3。 
41  孫崇濤將明初至明中葉嘉、隆之交，《浣紗記》出現以前的傳奇作品，稱之為「明人戲文改本」，視

為南戲與明傳奇之間的過渡文體。見〈明人改本戲文通論〉，收於《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 212-217。 
42  《影鈔新刻元本王狀元荊釵記》，收於鄭振鐸主編：《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二函。 
43  據錢南揚：《戲文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 103。 
44  明‧徐渭：《南詞敘錄》，《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頁 209。 
45  《三刻五種傳奇》為萬曆刊本，含《浣紗記》、《金印記》、《錦箋記》、《香囊記》、《鳴鳳記》五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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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李評本」）為代表，可與上述屠評本合觀文人評點本的特性。 

二劇在場上流傳既久，經歷藝人在舞臺上的實踐，從民間刊刻的散齣選本可一窺其演

出時的樣貌。嘉靖年間重刊的《風月（全家）錦囊》47是唯一收錄全本《荊釵記》與《香

囊記》的臺本，內容已大幅刪減，情節次序也較原著多有調整，實更近於串本演出的形式。

但嘉靖年間與明末演出風尚已有不同，難以反映毛晉輯錄《六十種曲》時舞臺演出的樣貌，

故本節的比較對象排除此一臺本。又徐扶明指出，《六十種曲》所選傳奇，大都是崑山腔

的演劇本48；孫崇濤也有「大部的汲古閣本，則較多按著崑劇排場格律或其過度形式的體

制削定」49的說法；萬曆至崇禎年間，傳奇也以崑劇折子戲為主要演出方式，因此本節再

排除其他聲腔的折子戲選本，以收錄《荊釵記》與《香囊記》的崑劇散齣選本如《醉怡

情》50、《樂府紅珊》51、《樂府菁華》52、《賽徵歌集》53、《玄雪譜》54與《歌林拾翠》55

等選本為代表，觀察二劇所收各齣與汲古閣本之異同。 

（一）汲古閣本《荊釵記》比對分析 

影鈔本首頁題名「新刻元本王狀元荊釵記」，無目錄，內文分上下二卷，共四十八齣，

無齣目；汲古閣本扉頁題「繡刻荊釵記定本」，不分卷，同樣為四十八齣，每齣下有整齊

的二字齣目。汲古閣本齣數雖同影鈔本，但齣次與關目已有多處修改。首先是調整關目順

序：或對調前後齣順序，或重新穿插情節，使各行當的齣目交錯進行，刪去重複的人物上

下場，使情節進行更為流暢，如對調第三齣〈慶誕〉與第四齣〈堂試〉情節，使十朋堂試

上接第二齣〈會講〉，錢父慶壽下啟第四齣〈啟媒〉；其次是刪削曲白與冗節，使劇情更

                                                                                                                                                           

奇，皆署名「李卓吾先生批評」，未標書坊名號，長樂鄭氏舊藏。見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52。 
46  李評曲本之真偽問題，目前在學界雖尚有爭議，但不屬於本文討論範圍；《三刻五種傳奇》雖有書商

偽託射利之說，但偽託者仍是在模仿或承襲李卓吾觀點、筆法的前提下進行評點，因此無論是否為

偽託，此一文人批評本皆可視為文學本之系統。 
47  《風月（全家）錦囊》，收於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四輯，收有《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

荊釵二卷》與《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五倫傳紫香囊十卷》。 
48  同註 3，頁 20。 
49  同註 41，頁 220。 
50  明‧青溪菰蘆釣叟編輯：《醉怡情》，收於《善本戲曲叢刊》第四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51  明‧秦淮墨客編輯：《樂府紅珊》，收於《善本戲曲叢刊》第二輯，同前註。 
52  明‧劉君錫編輯：《樂府菁華》，收於《善本戲曲叢刊》第一輯，同前註。 
53  明‧無名氏編：《賽徵歌集》，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四輯，同前註。 
54  明‧鋤蘭忍人編輯：《玄雪譜》，收於《善本戲曲叢刊》第四輯，同前註。 
55  明‧無名氏編：《歌林拾翠》，收於《善本戲曲叢刊》第二輯，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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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緊湊凝鍊，如刪去廿六齣速報司說明託夢之事、廿七齣王士宏向十朋告辭的情節，使錢

安撫上場與撈救玉蓮之事前後銜接；其三是修改情節內容，如十七齣十朋春試，主考官由

丑扮改為外扮，考試內容也由對對聯的插科打諢，改為四書五經的試題；而結局則由「舟

會」改為「觀中互祭相見」。汲古閣本在體製與關目上的編排，加強了閱讀的便利性、提

高了劇作的文學價值，春試的情節也反映了文人思維，但同時顧及場上的冷熱調劑與情節

緊湊的戲劇效果。 

曲文賓白方面，汲古閣本對影鈔本的曲牌多有刪減或更換，如〈投江〉一齣在錢安撫

救起玉蓮後，曲牌與影鈔本全異；〈閨念〉演玉蓮思夫，曲牌全同於影鈔本，但曲文皆重

新填過。從首支【破陣子】，便可看出二本曲文風格之差異： 

 

影鈔本 
自從兒夫去後，杳無音書，爹爹掛念，婆婆縈悶，那堪人孤更盡。朝夕甘旨雖然具，夫在天涯

事關心，為何不淚零。56
 

汲古閣本 
燈燦金花無寐，塵生錦瑟消魂。鳳管臺空，鸞箋信杳，孤幃不斷離情。巫山夢斷銀缸雨，繡閣

香消玉鏡蒙，十朋，休怨懷想人。57
 

 

同樣是錢玉蓮思念丈夫的曲文，影鈔本逕言心事，直陳父親、婆婆盼無音訊的掛念之

情，及自己與丈夫分離兩地的無奈悲戚，語言帶有宋元南戲的質樸本色。汲古閣本則由錦

瑟、鸞箋、玉鏡等閨閣之物入手，意象華美、情感蘊藉，文詞較影鈔本更為典雅綺麗，卻

與玉蓮作為貢元之女的身分略不相稱。賓白的修改幅度更大，如〈受釵〉一齣，玉蓮不肯

嫁孫汝權，繼母聽了姑母挑撥，怒往繡房找玉蓮理論。二本此段賓白比較如下： 

 

影鈔本 

（旦白）母親萬福。（淨白）走開，不是你娘。（白）姑娘萬福（亂頭髮不理）（旦白）母親、

姑娘，為何發怒？（淨白）發怒發怒，憑你選老公，誤了姑娘主顧。姑娘好意來做媒，與你說

親，肯不肯好好回他便罷，怎麼要說我是繼母做主，不得罵得我好？（淨打科介）（旦白）那

個是這等說？（淨白）姑娘來說的。（旦白）聽那姑娘說謀（媒），奴家焉敢罵母親？（淨白）

我問你，家中那個大？（旦白）家中爹爹大。（淨白）除了爹爹那個大？（旦白）母親大。（淨

白）除了我有甚人？（旦白）姑娘也大。（丑科介）58
 

汲古閣本 

（旦）母親。（淨）撒開，不是你娘。（旦）姑娘。（丑）不是你姑娘。（淨）你好欺心，雖

無十月懷胎，且有三年乳哺。怎麽得你長大嫁老公，姑娘與你說親，肯不肯好好回他，怎麽說

爹是親的，娘是繼母，做主不得？駡我許多！（旦）是那個來說的？（淨）姑娘說的！（旦）

姑娘，曾在那裏駡？（丑）你駡來！（淨）賤人駡得好。59
 

 

                                                        
56  《影鈔新刻元本王狀元荊釵記‧卷上‧第十八齣》，同註 42，頁 35。 
57  明‧柯丹邱：《荊釵記．第十八齣 閨念》，《六十種曲》第一套，同註 24，頁 54。 
58  《影鈔新刻元本王狀元荊釵記‧卷上‧第十齣》，同註 42，頁 18-19。 
59  明‧柯丹邱：《荊釵記．第十齣 受釵》，《六十種曲》第一套，同註 24，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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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對話內容雖相同，但用語卻差異頗大。影鈔本賓白較為口語化，汲古閣本則較凝

鍊，語意也更清楚，同時刪去了繼母與玉蓮關於「家中那個大」的問答，改為玉蓮向姑母

求證「曾在那裏罵？」，將其唯唯諾諾的形象改得較具自主意識。曲文與賓白的修改，較

體製關目更能看出汲古閣本的文人之筆。另外，影鈔本中有許多科介，如引文中的「淨打

科介」、「丑科介」，或是二十四齣「外哭上唱」、「外作悶科唱」、「淨罵科」、「淨

呸白」等，對人物的情緒、動作多有提醒。但汲古閣本盡皆刪去，或許也透露了其作為閱

讀墨本的可能性。 

毛晉對《荊釵記》的編排修改，究竟是符合明代文人閱讀習慣，或是反映舞臺演出的

風尚，仍待由該劇的文學本與演出本來觀察。文學本系統的屠評本共四十八齣，分上下卷，

上卷首齣前題名「古本荊釵記」，上下卷前的目錄則題作「屠赤水批評荊釵記」。目錄有

二字齣目，與汲古閣本俱同，內文則有齣次、無齣目。情節關目皆與汲古閣本相同，曲文

賓白也只有少數用字之差異，可知汲古閣本所用底本與文人評點本出於同一套系統的明人

改本。 

再觀察演出本中的《荊釵記》。上述崑劇散齣選本中選錄《荊釵記》的齣目與汲古閣

本對照如下： 

 

《六十種曲》 22 獲報 28 哭鞋 31 見母 35 時祀 46 責婢 48 團圓 

《樂府紅珊》 姑媳思憶      

《賽徵歌集》     拷問梅香  

《玄雪譜》   見母    

《醉怡情》  哭鞋 見母 祭江  舟會 

《歌林拾翠》  哭鞋憶媳 十朋見母 祭江奠妻  舟中相會 

 

由演出本的比對中，可以看出汲古閣本與時下臺本不同之處：首先是情節的差異：演

出本保留了影鈔本中被汲古閣本刪去的部分情節，如汲古閣本〈哭鞋〉一齣，收束在錢流

行命家院李成送王母赴京投十朋，《醉怡情》與《歌林拾翠》則在其後增添了影鈔本三十

一齣錢流行責備繼室之情節；汲古閣本結局令十朋與玉蓮在玄妙觀相遇，《醉怡情》與《歌

林拾翠》則保留影鈔本的舟中相會，但刪去十朋上場後夫妻父女團圓、感謝蒼天、歌頌孝

義的九支曲牌，改作【四國朝】、【哭相思】寫夫妻相見，再以汲古閣本的【大環着】追

敘前事，便結束全劇。然《賽徵歌集》中亦有〈拷問梅香〉一齣，演玉蓮在觀中見到十朋，

返家與婢女提及此人好似亡夫，錢安撫誤以為玉蓮對王太守有私情，怒而責打梅香。曲白

與汲古閣本大抵相同，可見「觀中相會」與「舟中相會」的結局同時存在於明末的崑劇折

子戲舞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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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曲牌的變動。或改換、或增刪，亦有同支曲牌改由不同行當演唱者。如汲古閣

本〈獲報〉一齣，演玉蓮與婆婆思念十朋，正好承局來報十朋高中狀元消息，並帶來被孫

汝權調換過的十朋家書。錢流行讀信得知十朋另娶，全家人反應各異。《樂府紅珊》將錢

流行與繼室上場唱的【十二時】（汲古閣本作【尾】），改由玉蓮唱完後便結束全劇，刪

去錢流行讀信以下曲白，使全齣集中在玉蓮婆媳思夫聞捷的表演，並未開展汝權套書之後

的情節。再如〈見母〉一齣，汲古閣本刪去影鈔本中十朋赴任潮陽的四支【朝元歌】，在

十朋聞噩耗後與王母、李成各唱一支【江兒水】便收尾。《醉怡情》與《歌林拾翠》則刪

去汲古閣本由李成唱的第三支【江兒水】，並增回影鈔本的首支【朝元歌】，再將其後賓

白移至曲文中間。 

除了改動曲文或增刪曲牌，演出本也常在曲文中增添夾白。如汲古閣本〈見母〉中十

朋見到李成與母親，唱【刮骨令】探問妻子何以未同行。《醉怡情》則在原來的曲文中穿

插夾白： 

 

【刮鼓令】從別母到京，慮萱親當暮景，幸喜得今朝重會，又緣何愁悶縈？（起介）

奇怪，母子相逢，合當歡悅，卻為何悶悶不樂？不免問李成便知端的。成舅，老安

人為何悶悶不樂？（末）小人不知。（生）我曉得了，莫不是我家荆，看承我母親

不志誠？（末）小姐在家，盡心侍奉，不離左右的。（生）親娘呵，你分明說與恁

兒聽！你那媳婦呵，怎生不與娘共登程？60
 

 

粗體字為《醉怡情》中增添，可看出汲古閣本中原以唱詞作為對李成的詢問之語，《醉怡

情》則將唱詞改為十朋心中所想，再增添夾白詢問李成，李成的回應也略有增添。一方面

使情緒轉折更為細膩，一方面也調劑曲唱的節奏，加強戲劇效果。 

演出本賓白的語言風格也異於汲古閣本。如〈哭鞋〉一齣，錢流行夫妻得知玉蓮投江

後，繼室即以苛薄的言語驅趕王母。試比較汲古閣本與《歌林拾翠》此段念白如下： 

 

汲古閣本 

（淨）親家，你令郞贅在相府做了女壻，我女投江死了，如今與你沒相干了，寺裏觀音請出。

（外）我的女兒肉尙未冷，你就趕他出去。（淨）你兩個做了一家，我出去了罷！（外）親家，

你聽那老不賢，在這裏與他難相處，莫若到京見令郞，不知意下如何？（老旦）老身正欲如此。

耐我身伴無人，怎生去得？（外）我着李成送親家前去。（淨）我自要他去不得。（外）誰要

你多言！（老旦）親家，老身不識進退。有一言相懇。（外）親家但說不妨。（老旦）欲往江

邊祭奠，以表婦姑之情。（外）可憐，不勞親家費心，李成今晚整備祭品，等候王老安人祭奠。

（老旦）親家，老身就此拜別。61
 

                                                        
60  明‧青溪菰蘆釣叟編輯：《醉怡情》，同註 52，頁 429。 
61  明‧柯丹邱：《荊釵記．第二十八齣 哭鞋》，《六十種曲》第一套，同註 24，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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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林拾翠 

（淨）親家母，閑話不必短說，撈魚不如摸鱉。令郎又贅在相府，小女投江死了，如今與你沒

相干了，令廟裡觀音請出醃菜，缸裡石頭掇出外。（外）老乞婆，我女兒屍骨未寒，你教親母

到那裡去？（淨）我曉得了！你兩個一向看來眼去，省得我在這裡惹厭，我倒出去了，讓你兩

個做了一處如何？（外）老乞婆，什麼說話！老親母，你聽這老乞婆含血噴人，我想老親母在

此也是水炭不同的了！莫若到京尋覓令郎，不知意下若何？（老旦）老身正欲如此，奈身畔無

人，怎生去得？（外）我着李成送親家母去就是了。（淨）李成是去不得，家裡要使用的。（外）

那個要你多嘴？（淨）就去。（老旦）老身就往江邊祭奠一番，以表婦姑之情，不識可否？（外）

多承老親母美意，李成，可備下禮，同老安人前去。（末）曉得。（老旦）老身拜別。62
 

 

兩段文意雖然相似，但《歌林拾翠》中使用了許多俗語，如「閑話不必短說，撈魚不

如摸鱉」、「廟裡觀音請出醃菜，缸裡石頭掇出外」等，表現繼室鄙俚滑稽的一面；當錢流

行斥喝其妻時，繼室的言語較汲古閣本更加尖刻，直指「你兩個一向看來眼去」，逼得親

家母在錢家容身不得，錢流行的回應也更能表現他的慚愧與無奈。整體而言，演出本的語

言較汲古閣本更俚俗、生活化，將人物形象與口吻表現的更為生動。 

綜觀以上選本，《樂府紅珊》、《醉怡情》與《歌林拾翠》與汲古閣本顯示出較大的

差異，但仍有部分選本或折子與汲古閣本相似度較高。如《玄雪譜》所收〈見母〉、《賽

徵歌集》所收〈拷問梅香〉，曲白皆同於汲古閣本；《醉怡情》與《歌林拾翠》所收〈祭

江〉（〈祭江奠妻〉），也僅刪去了汲古閣本中十朋的祝文。可見汲古閣本雖與文人評本

來自同一系統，但其內容也同樣能為戲場所接受，而與改編幅度較大的折子並存於明末的

崑劇舞臺上。 

（二）汲古閣本《香囊記》比對分析 

《香囊記》作於成化、弘治年間，是典型的文人教化劇。徐復祚稱其「愈藻麗愈遠本

色」63，王驥德亦云其「以儒門手腳為之」64，都點出了該劇為案頭劇作的特性。嘉靖、

萬曆年間的戲曲理論家李卓吾以文人眼光評點該劇，分上下二卷，共四十二齣，目錄下有

二字齣目，內文則有齣次而無齣目。每齣之後皆有總評，如第二齣總評曰：「述天倫之樂，

辭莊色貴，信是大儒之筆，非騷人豔技已也」65；第三十二齣總評曰：「狀元單于、謀贅

                                                        
62  明‧無名氏編輯：《歌林拾翠》，同註 57，頁 155-156。 
63  明‧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筆記小說大觀》四十二編（臺北：新興書局，1986年）。 
64  明‧王驥德：《曲律．論家數第十四》，見陳多、葉長海注釋：《王驥德曲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1983年），頁 118。 
65  明‧李卓吾評：《李卓吾先生批評香囊記‧第二齣‧總評》，《三刻五種傳奇》卷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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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富室計姻，都是文人心孔變換處甚矣。文人之心，愈探愈有也」66等，皆從作者所

寄託的中心思想、精神意趣與文筆藻繪處盛讚其文學價值，並圈點曲文中詞采藻麗的美文

佳句，顯見其評點對象為墨本的屬性。 

收錄李評本的《三刻五種傳奇》為萬曆刊本，汲古閣本在其後出版，扉頁有「繡刻香

囊記定本」題名，共四十二齣，不分卷，目錄與內文皆有二字齣目，與李評本皆同，關目、

曲白部分與李評本亦無差異，同樣地結構鬆散、情節雜蕪、詞句雕琢、教化意味濃厚。如

第二齣〈慶壽〉，人物上場自報家門與兄弟為母慶壽的場面，並無任何情節進展，卻用了

多達十一支曲牌；〈慶壽〉中張母已提及盼子求取功名之願，第四齣〈逼試〉又用了八支

曲牌專寫張母逼試，第五齣〈起程〉兄弟倆再度懇告無心求名，只願盡孝的心思，才終於

得鄰母應允照應張母而出門。同樣的「逼試」情節在三齣中不斷重複；而兄弟倆赴試途中

所遇之事，則用了六、七、八三齣，分別敘兄弟與友人途中談笑、呂洞賓店內題詩，與張

九成見詩的情節，每齣皆有大段賣弄辭藻、學問，卻與劇情主線無關的曲白，使劇情冗長

拖沓、節奏緩慢。就其全劇看來，更適於案頭閱讀而非場上演出。 

然《香囊記》並非完全被摒棄於舞台之外。明末仍有多部戲曲選本選入該劇的折子戲，

其中崑劇選本選折如下： 

 

汲古閣本 2 慶壽 10 瓊林 12 分歧 （無） 29 郵亭 

《樂府紅珊》 兄弟慶壽 瓊林春宴  憶子征戎  

《樂府菁華》   兄弟敘別 憶子平胡  

《賽徵歌集》     古驛萍踪 

 

值得玩味的是，儘管《香囊記》向有「終非本色」67之譏，但各齣搬上舞臺，曲牌與

情節並未遭大幅增刪。如上表中的〈兄弟慶壽〉、〈瓊林春宴〉、〈兄弟敘別〉與〈古驛

萍踪〉等折子戲，對勘汲古閣本的曲牌皆一支未刪。此現象或可印證呂天成《曲品》對《香

囊記》之評價： 

 

常州邵幾諫，既屬青瑣名臣，乃習紅牙曲技。調防近俚，局忌入酸。選聲盡工，宜

騷人之傾耳；采事尤正，亦嘉客所賞心。存之可師，學焉則套。68
 

 

邵璨除了是個習《詩經》、學杜詩的老生員，同時對音律也頗有研究。因此填詞度曲一方

                                                        
66  明‧李卓吾評：《李卓吾先生批評香囊記‧第三十二齣‧總評》，同前註，卷下，頁 63。 
67  明‧徐渭：《南詞敘錄》，同註 46，頁 243。 
68  明‧呂天成：《曲品》，收於《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六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 年），

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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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調防近俚，局忌入酸」，具有文人典雅堂皇的格局，同時又能符合場上的演唱格律，

使伶人歌來，音韻上能引人傾耳細聽品味，文詞上也有足夠深厚的文學底蘊，在文人宴賞

的紅氍毹上很受歡迎。如《樂府紅珊》將〈兄弟慶壽〉、〈瓊林春宴〉分別收錄在「慶壽

類」與「宴會類」，正說明了演出場合的特殊性。正因廳堂演出面對的是文人雅士的審美

品味，因此所有曲牌皆被保留，就情節而論，與汲古閣本或文學本系統實相差無幾。 

然而細勘崑劇選本與汲古閣本的齣目、曲文與賓白，仍可發現二者多有相異之處。最

顯著的差異是許多選本選有汲古閣本中所無的折目。除了上表中的〈憶子征戍〉（〈憶子

平胡〉）以外，《群音類選》選有〈探子〉一折，《玉谷新簧》與《大明天下春》選有〈捨

生代友〉一折，《樂府萬象新》選有〈九成別友歸朝〉一折，皆為汲古閣本未見的情節。

以崑劇選本為例，《樂府紅珊》的〈張夫人憶子征戎〉，收於「思憶類」；《樂府菁華》

的〈憶子平胡〉，與《樂府紅珊》所收曲牌皆同，曲文只有數字之異，賓白則較簡化，兩

者實為同齣。該折描寫張母與九成之妻、九思之妻共同思念被謫至邊塞參與平胡之役的九

成。汲古閣本中也有〈憶子〉一齣，但緊接在九成赴考之後。此時九成尚未高中，亦未遭

謫平胡，故與選本所收並非同齣。根據選本曲文推斷，此時張母已知九成被謫，又尚未聞

其訃訊，故情節當在汲古閣本第十六齣〈榮歸〉──九思歸家帶來兄長消息之後，與十九

齣〈聞訃〉──九成隨身攜帶的紫香囊輾轉流落至張家，使張母、妻子誤以為九成已死之

前。除了情節安排的時間點不同，九思之妻一角也是汲古閣本中所無的人物。汲古閣本第

二齣張母有言：「第二個孩兒張九思，未遂室家之願」69，可見《樂府紅珊》與《樂府菁

華》所選用的《香囊記》底本，必出自與汲古閣本不同的系統。 

崑劇選本與汲古閣本的差異之二是賓白增刪。如汲古閣本〈瓊林〉演九成高中狀元，

赴瓊林宴。開場先由末扮的首領官命丑扮的令使準備名馬與宴席，令使便將馬的名色與食

品的品類洋洋灑灑報告一番，念出大段騈麗堆砌的整白。《樂府紅珊》收錄此齣，只保留

了首領官的吩咐與令使的應承，而刪去報告馬名與食品的賓白，使情節更為緊湊。除了略

過遊戲文字的鋪寫，賓白用語也有增刪。如《樂府菁華》的〈兄弟敘別〉，在九成與九思

話別的曲牌中間，插入了士卒催促九成上路的賓白，使兄弟分離的情緒有一轉折。《賽徵

歌集》的〈古驛萍踪〉則在保留語意完整性的前提下，多刪節汲古閣本的賓白，使其對白

更為簡潔明快，避免拖沓之弊。 

差異之三在於曲白用字多有不同，試看汲古閣本〈分歧〉的首支曲牌與賓白： 

 

【西地錦】（生上）折檻無人廷諍，左袵忍及生靈。封章朝奏匡時政，夕貶萬里邊

                                                        
69   明‧邵璨：《香囊記．慶壽》，《六十種曲》第一冊，同註 2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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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白）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東去伯勞西去燕，斷腸囘首各風烟。

自家爲親命強來赴選，忝中高魁，奈老母在堂，恐報劉之日短，故與兄弟一同進表

乞恩歸省。不想廷試二策，違忤權臣，致生禍釁。蒙聖恩除授督府參謀，卽日監兵

北伐，本欲再上疏陳情，又非臣子之禮。罷罷，王陽不失爲孝子，王尊不失爲忠臣，

忠孝怎能夠兩全？旣得兄弟還家養母，已付大事，下情雖得寬慰，但恐關塞迢遙，

音書阻絕，如何是好？好悶呵！ 

 

引文中粗體之字，在《樂府菁華》中以他字替代，如「忍」作「害」、「匡」作「規」，

「但恐」作「此去」等。加外框之字，《樂府菁華》則刪去。此類瑣瑣碎碎的差異在崑劇

選本中普遍存在，雖不影響文意與語言風格，但相較於用字選詞方面都與汲古閣本完全吻

合的李評本，崑劇臺本仍顯示出與汲古閣本版本上的不同。 

差異之四為科介、科諢的簡化。如〈瓊林〉一齣九成上場後，與一同赴宴的士子們輪

流吟詩，汲古閣本將每個角色的詩作、對答與科諢具體寫出，實有文人炫技的意味；《樂

府紅珊》則皆以「作詩科」一筆帶過，而隨場上伶人或演出場合的需求自由發揮。又如〈郵

亭〉一齣，張母逃難途中遇一迷途婦人，二人相見時《賽徵歌集》只作「（丑扮婦人上）

（認科）」70，汲古閣本則寫出婦人的念白：「母子不相顧，士民方亂奔。蒼茫途路遠，

日暮正愁人。母親怎不見了。（叫介）」71；當張母要婦人前去央求驛丞收留一宿，《賽徵

歌集》作「丑求驛丞科」，汲古閣本則同樣寫出婦人與張母、驛丞的詳細對話。相較之下，

崑劇臺本保留較多演員場上發揮的空間，而汲古閣本具體地寫出對話內容，亦可能是考量

其閱讀便利性使然。 

根據以上《荊釵記》與《香囊記》的比對，可以發現汲古閣本與文人評點本在劇本體

製、齣目齣次、情節關目與曲文賓白方面都較為相近，而與崑劇臺本則有較多差異。然從

比對中亦可看出，汲古閣本在版本上雖較近於文人墨本，但其部分齣目或曲牌結構仍可被

戲場所接受。也就是說，《六十種曲》中部分劇作之底本，或許兼具墨本與臺本的功能，

在便於閱讀、指導創作，與保留傳奇文學之完整性的前提下，也兼顧場上演出的可行性。 

《六十種曲》收劇龐雜，其刊本屬性原難一概而論。即便是主張《六十種曲》為舞臺

演出本的學者俞為民，也曾在《宋元南戲考論》中考證出汲古閣本《白兔記》是案頭讀本，

與作為民間藝人演出本的成化年間永順堂刻本有所區別72；而此套選集中，也確實存在為

了演出而改作的《南西廂》與碩園改本《牡丹亭》。然而由《六十種曲》弁言中反映的編

                                                        
70  明‧無名氏：《賽徵歌集‧香囊記‧古驛萍蹤》，同註 55，頁 509。 
71  明‧邵璨：《香囊記．郵亭》，《六十種曲》第一冊，同註 24，頁 83。 
72  俞為民：《宋元南戲考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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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理念，以及毛晉在刊刻《荊釵記》、《香囊記》時，並未採用舞臺上流行的演出版本，

而是選擇與文人評本完全相同的底本刊刻，可以看出毛晉首要的編選理念仍是在於文學推

廣，縱然收錄的版本曾作為臺本演出，收進選集仍按墨本的形式體製考訂，而非完全保留

其場上演出的樣貌。但在毛晉編輯墨本之時，仍兼顧劇作的舞臺演出功能，使此套選集於

戲場中仍能發揮其影響力。以此一觀點認識《六十種曲》之屬性，當較直接視其為舞臺演

出本的說法更為公允。 

四、結語 

前人多將《六十種曲》視為場上演出之臺本，本文重新檢視其說，發現其依據大多失

之片面，而未從此套傳奇選集的本身出發。故本文首先從探究毛晉與汲古閣的出版意識入

手：由明代刻書環境與汲古閣的出版動向看來，毛晉出版經史、詩詞等大部叢書，乃至於

分六次出版的《繡刻演劇十種》，皆以搜求善本、發揚儒家文化為志業；而從《六十種曲》

弁語觀之，或為裨益風教，或為彰顯情種，則頗具文人評閱傳奇之意味。但從劇目中亦可

發現其兼顧場上流行劇目的意圖，而其收錄舞臺演出本時，仍是以劇作的文學價值為首要

考量。 

其次從汲古閣本劇作的體製內容觀察。本文選取成於萬曆以前、分別代表民間盛演的

場上劇《荊釵記》與文人創作的案頭劇《香囊記》為例，觀察此二劇與同時期文人評點本

與崑劇折子戲選本的異同。經由比對發現，汲古閣本與文人評點本在劇本體製、齣目齣次、

情節關目與曲文賓白方面都較相近，而與演出本則有情節增刪、曲白異動、語言風格不同、

科介表現方式相異等落差。但也有部分行之場上的折子，與汲古閣本相似度極高，可見毛

晉在以文人墨本作為刊刻底本時，同時也兼顧劇作行之場上的可能性。因此《六十種曲》

刊刻底本之屬性，或許可以說是選取便於閱讀、指導創作，與保留傳奇文學之完整性的墨

本為首要考量，同時兼顧場上演出的可行性，如此較之認定其為場上演出本之總集或許更

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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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xty legends” collected by Mao Jin was often though as script. Author has review 

those statement were partial to the legend, not the whole. This thesis provides a view point from 

the collect-concept and type of legend to judge those statements true or not, also clarify the 

attribute of “The sixty legends”. 

According to the publish concept of Mao Jin and Ji-Gu-GE, they focus on a full version of 

legend and proclaimed Confucianism Culture. Since most people who has relationship with 

Mao Jin was poem and scholar not actors, also we can perceived the collection-concept from six 

prefaces. Author percei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i-Gu-GE, scripts and other perusable editions 

in “Siang-Nang-Ji”, find that Ji-Gu-GE is more similar to scripts from catalog, contents and 

lines. According those reasons, “The sixty legends” is more close to script not perusable 

edition. 

 

Keywords: “The sixty legends”, Mao Jin, script, perusable edition, “Siang-Nang-Ji” 

http://cdict.net/q/attribute
http://cdict.net/q/scholar

